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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兵器时代，日本的武备制造业相当发达。

以日本刀（中国正史称之为“倭刀”、“倭剑”）为代

表的日本武器，素以精良闻名东南亚，海外销路极

广。明人张燮《东西洋考》曾提到：“倭刀甚利，中

国人多鬻之。其精者能卷之使圆，盖百练而绕指

也。”[1] 而 16 世纪后，日本火器悄然兴起，其中代

表武器——“鸟铳”，逐步取代日本刀，成为日本武

器出口贸易的支柱商品。通过贸易与战争的多重

传播，“鸟铳”及其改进版的火铳，逐渐发展为在东

亚各政权军队中占主导地位的轻型管状火器。有

关这一时期日本火器在东亚各政权的使用状况及

其影响，以往研究鲜有专论。因此，本文将以近世

日本火器的区域流布作为切入点，阐述这一军事

变革的历史意义，并由此兼论 16 至 17 世纪东亚

政治版图内的势力消长与格局变化。

一、日本火器的兴起与发展

13 世纪时，蒙古人曾两次出征日本。蒙古人

使用的投掷型火炮使日本人大为震惊，这也是日

本军队第一次接触到大型火器。但随着蒙古人

远征的失败，火器并没有在日本得到广泛的流传。

日本各大名的军队从装备到战术，仍基本沿用原

来的样式与套路。真正改变这一局面的契机，发

生在 16 世纪中叶，葡萄牙人将欧洲火器引入了日

本，并迅速在岛内得到传播。

据日本僧人南浦文之在《铁炮记》一文记载：

日本天文十二年（1544），一艘葡萄牙商船抵达日

本九州南部种子岛。船上的葡萄牙人带来了一种

岛上居民从未见过的“铁炮”（即“火枪”）。此枪“长

二三尺，中通外直，底部有塞，其旁有一穴，为通火

之路，入药其中，添以小团铅”，即可进行射击。试

射之时，“其发也，如掣电之光；其鸣也，如惊雷之

轰。闻者莫不掩其耳矣。”当时种子岛的领主惠时、

时尧父子，见其威力巨大，便力邀葡萄牙人传授该

枪的制造和使用之法，并花费重金购置了两支，作

为仿制的样品。同时，还派工匠向葡萄牙人学习

制造弹药之法。几经波折后，惠时家族终于掌握

了这种火器的设计诀窍，并据此自行研发出一批

“火枪”。不久，惠时家族所研发的“火枪”威震日

本，被称之为“种子岛铳”。

“种子岛铳”就是日本“鸟铳”的雏形。这种

火器能够顺利研发，主要原因在于种子岛盛产铁

砂，从事制铁行业的工匠极多，因此在领主的强力

组织下，火器制造技术很快就被掌握并推广。有

一次，几个装备“种子岛铳”的岛上武士，在途经

16至17世纪日本火器在东亚区域的流布与影响考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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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道伊豆州时，与当地州人发生摩擦冲突，被迫

使用了火枪还击。这些武士“手携铁炮”，“既发

而莫不中其鹄”，当地人惊愕不已。从此，关于这

种火器威力的说法不胫而走，“关东八州暨率土之

滨，莫不传而习之”。一时间，日本各地怀重金求

购者络绎不绝。为了不开罪友邦，领主时尧被迫

表示“吾岛虽褊小，何敢爱一物”，对火枪制造术的

传播，完全摆出开放态度。这显然为新式火器在

日本的广泛流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随后，

众多火器制造厂在日本各地陆续建立起来。

火器的推广与应用，改变了日本军队以骑兵、

武士为主的旧式战术。手持火枪的“足轻”（即步

兵），成为决定战局的主力部队。战争中，火枪显

示出弓、弩等投掷型冷兵器无法比拟的巨大杀伤

力。自火器用于日本国内战争后，在历次战役中，

人员的伤亡大部分为火器所致，为冷兵器所杀伤

的人数比例逐步减少。16 世纪 50、60 年代，日本

各地军队中也开始出现专门的“火枪队”，当时称

之为“铁炮足轻”。

日本人对于火器的重视，离不开其国内政治

军事形势的影响。日本当时正处于战国时代，各

大名之间战争不断，客观上促进了新式火器的研

发与推广。火器的器形与性能不断得到改进，威

力倍增，用火器装备的部队人数也日益增加。据

统计，1555 年的甲越战役中，大名武田氏所率军队

3000 人中，已装备火枪 300 余支。1570 年的近江

小谷山战役中，大名织田信长的部队也已拥有火

枪近 500 支。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时，3000 人

的部队还专设了“铁炮足轻”200 人。侵朝战争结

束后，日本国内各大名军队装备火器的人数比例

进一步增加。安土桃山时代晚期的关原合战中，

大名伊达政宗所统率部队的火器装备率最高，达

到 40%；而这次战役中火器装备率最低的上杉景

胜部队，也已达到 23%。[3] (P128-129)

从 16 世纪 50 年代到 17 世纪初，日本军事力

量中逐渐形成了以自研自产的“鸟铳”为主要代

表的常规火器配备。可以说，日本火器自创制始，

走的就是轻型火器的发展道路，并且在不同的战

争实践中，不断改良了火器的性能，并突出强化了

对抗实用性特点，即灵活机动、射程较远、打击精

度高。

二、朝鲜与满族政权对于日本火器的认识与

吸收

朝鲜与日本之间的武器贸易，从朝鲜李氏政

权太祖至世宗期间（1392-1449），一直未曾间断，

其中以“倭刀”、“倭剑”等冷兵器为主。

表一：朝鲜太祖至世宗四朝部分进口商品明细

太祖至太宗年间
部分进口商品

世宗年间部分进口商品

工艺品 矿产物 武器

玉带、太刀、器用、
枪剑、水牛角

铅（260 斤）、赤铜
（100 斤）、白铜、铜
铁（1520 斤）、硫磺

（78200 斤）、蜡铁
（100 斤）

环刀（19）、
大刀（33）、
长剑、长枪

（4）

（表注：资料来源为金炳镇：《14 世纪 -17 世纪中叶朝
鲜对明和日本贸易关系史研究》，延边大学 2005 年博士学
位论文，第 78、80、88、94 页。）

上表“工艺品”或“武器”名目内的“太刀”、“大

刀”，“长剑”等兵器，主要产地就是日本，这些商品

也一直是日、朝双方贸易的固定项目。不过出乎

意料的是，朝鲜本国对于这些日本兵器的需求，其

实主要来自向明朝纳贡的压力。

表二：朝鲜太祖至世宗年间对明部分进贡品明细

项目 种类

工艺品 倭长剑、腰刀、顺刀等

其他 小发火、小蒺藜砲等

      （表注：资料来源为金炳镇：《14 世纪 -17 世纪中叶朝
鲜对明和日本贸易关系史研究》，延边大学 2005 年博士学
位论文，第 42 页。）

表二中，朝鲜进贡物品主要有“倭长剑”和

“腰刀”。这其实就是两种规格的日本刀。高级日

本刀分长、短两种，因其为国内贵族与武士阶级

的必佩装备，因而做工十分考究。另外，朝鲜通

过进口贸易购置的“长剑”，即为进贡明朝的“倭

长剑”。15 世纪朝鲜世宗在位时，朝鲜进贡明朝

的物资数量极大，凑齐并非易事。因此，就会发

生从日本购得后，直接进贡给明朝的情况。由于

日本刀质量高、做工精美，又极富艺术价值，以至

于明清易代后，清朝皇帝仍要求朝鲜进贡此类工

艺品。据统计，1637-1640 短短数年间，朝鲜仍向

清朝进贡了 26 把“好腰刀”。1729 一年，竟有 10

把进贡。[4] (P42)

上表中另值得注意的是，朝鲜还向明朝进贡

火器，包括“小发火”、“小蒺藜砲”等。朝鲜的火

器制造业从 13 世纪开始就已出现。在局部抗倭

战争中，朝鲜的火器工艺与性能得到大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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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中，朝鲜在世宗年间从日本进口硫磺总量高

达 78200 斤。这些硫磺即主要用以制造火器。

朝鲜虽然拥有火器时间远早于日本，但是日本火

器迅速崛起，且历经战乱炮火实践，具有极强的

实战性。在日本发动侵朝战争过程中，朝鲜军队

饱受日本“鸟铳”等火器之苦，这使得朝鲜人对

于日本火器有了深刻的认识，并开始加以吸收、

改进。

1595 年，朝鲜主簿申忠一出使建州女真，女真

酋长马臣曾向他打听日本情况。这段对话被记录

在《建州纪程图记》一书中：

马臣问：“你国沿江地面，留置降倭云，

然乎？”

申曰：“然。”

马臣曰：“其数几何。”

申曰：“约五、六千。”

马臣曰：“缘何留置沿江地面？”

申答曰：“倭奴慕义来降，我国皆给以衣

食，俾得安插。渠辈感恩怀德，愿住边上，为

我御侮。我国嘉其诚款，分置沿江数郡矣。”

马臣曰：“倭奴等状貌壮大云，然也？”

申曰：“形体甚小，能潜行草间，放丸

必中。”

马臣曰：“虽远且小，能中否？”

申答曰：“倭铳能中飞鸟，故曰鸟铳。”

马臣出铁甲以示曰：“能透得这盔否？”

申曰：“鸟铳防丸，能穿两重真木防牌笼

以薄铁者，透过此盔，何足道哉！”

马臣则曰：“企至于此乎？”立左右者皆

相顾愕然。[5] (P445)

申忠一的回答虽有夸大其词之嫌，但其对于

日本火器之威力，确实在日本侵朝战争中有所

领教。

清太祖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部落，建立“后

金”政权的过程中，对于日本武备精良、作战勇猛

的传言也有所闻，但满族人所掌握的火器却主要

来自明朝与朝鲜。满族军队一方面在与明朝的战

争中缴获火器，另一方面通过收编朝鲜军队来操

练火器。

在对明战争中，满族政权所征用的朝鲜援军

大多为炮手，这使满族军队的战斗力增强不少。

宁远一役，努尔哈赤中炮而亡，这对继任的满族统

治者刺激极大。满族政权遂开始着手组建一支以

火器为主的军事力量。1637 年，清太宗皇太极因

收编的朝鲜炮手战斗力惊人，一举扭转战局，攻陷

辽东重镇皮岛，特命其训练明军“被掳者一千六百

人，习炮于海州卫”。[6] (P151) 此后，满人八旗每一旗

都统所辖兵士均分为亲军、护军、前锋、步军、火器

五部。[7] (P51) 不过火器一营，虽配有轻、重火器，但

在当时仍只起辅助作战之用，冲锋陷阵依然仰赖

铁骑。

三、台湾郑氏政权的对日武器贸易

明朝中后期，因东南沿海倭寇横行，政府厉行

海禁政策。部分沿海的中国商人因生路断绝，铤

而走险，从事走私贸易。这些海商的走私商品中，

日本刀、剑是极其重要的一项。海商之一郑芝龙

所娶的日本妾（即郑成功之生母），就是日本著名

铸剑师的后人。此外，海商为了与明朝军队抗衡，

起初使用的主要是欧洲人带来的火器，后日本火

器兴起，便逐渐使用日本“鸟铳”，但大型火炮仍来

自欧洲殖民者。

明亡后，郑成功继续率军队在东南沿海抗清。

在从荷兰人手上收复台湾岛的过程中，郑成功缴

获了一些欧洲火器，但数量不多，且无补充源，为

了保持海峡对峙的局面，郑氏必须通过对外贸易

获得军事及生存物资。据《台湾外记》记载，郑氏

政权派往日本的贸易船之任务就是“以资兵用”，

而派往东南亚各国的贸易船之任务则是“以资兵

食”。[8] (P77)

日本对于刚建立的满清政权，一开始采取的

是敌视情绪，表现之一即对南明残余势力与台湾

郑氏政权的军事支持。

汪向荣曾指出，“郑成功军中有令清军望而生

畏的‘铁人’、‘倭铳’⋯⋯不用说是得诸于日本

的。”[9] (P355-356) 徐恭生在《试论郑氏与日本的贸易

关系》一文中，也举出郑氏与日本交涉的九次事

件。其中三次均记有日本予以兵器等物资支援的

情况。如明永历五年（1651），日本“相助铜火贡、

盔甲、器械等”；永历十四年（1660），“助铜火贡、

鹿铳、倭刀”；永历二十八年（1674），“并铜火贡、

腰刀、器械，以资兵用”。[10]

四、抗倭与援朝：中、日两国火器的交锋

倭寇之患，自万历出兵援朝逐倭后，彻底平

定。在东南和东北两个战场，明朝都面对同一个

对手——日本。倭乱时，日本的鸟铳，给东南沿海

官兵留下了深刻印象。嘉靖二十七年（1548），明

军在双屿之战中，第一次从日本海寇手上缴获了

鸟铳。明人何良臣在其《阵纪·技用》中写道：“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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铳出自外夷⋯⋯（明朝火铳）不敢连发五、七铣，

恐内热起火，且虑其破，唯倭铳不妨。”[11] (P206) 这说

明从西洋火器传入日本的短短数年间，日本鸟铳

在性能上已经超越了原来的西洋“夷铳”。

在与日本人的对抗中，明朝将领及火器专家

逐渐认识到日本“鸟铳”的威力与优越性。抗倭

名将戚继光曾指出：“诸器之中，鸟铳第一，火箭次

之。”[12] (P174) 明代兵器专家赵士帧《神器谱》称：“近

代火器愈多而愈无实用⋯⋯以鸟铳为最善。”又说：

“自鸟铳流传中国，则诸器（按，指明朝军队主要装

配的神枪、快枪、夹把、三眼、子母枪等火器）又失

其为利矣。诸器一手持柄，一手燃药，未及审固，

弹已先出，高低远近，多不自由。鸟铳后有照门，

前有照星，机发弹出，两手不动，对准毫厘，命中方

寸，兼之筒长气聚，更能致远摧坚。”[13] (P184)

日本“鸟铳”依靠“照门”、“照星”、打击目标

的三点一线射击，提高了命中率，是一大创造。明

人范涞曾在《两浙海防类考续编》中，系统总结了

东南沿海抗倭过程中，明军所运用的兵法、兵器等

成功经验，其中不乏对于“鸟铳”的吸收与改进。

他说：

倭奴长技有二，惟鸟铳、双刀。鸟铳纵能

命中，所伤不多，亦中国所有者。双刀虽利而

隔船乌能施其巧。中国火器如百子铳、佛狼

机、火箭、神机箭、一窝蜂、喷筒、火砖、火毯、

火桶、烟罐，中国之长技十。尚有短器如牌乂、

枪筅、犁头标、连鎓枪之属。是以十而胜其二，

远则用百子铳、佛狼机以击之，诸火器以焚之；

中则败其一舟，一舟坏，贼岂能独存？舟楫来

交，兵刃未接而我已获全胜矣。是水战为中

国所长技也，而水战之长技皆赖火器，诸火器

之中而飞砂百子铳尤能及远洞坚。若于平时

演习，临敌不至手颤目眩、惊惶无措，必能取

准矣。[14] (P828)

范涞认为日本人的兵器优势在于倭刀和“鸟

铳”，明朝军队可以通过发挥自身武器优势予以遏

制日本。此外，他还认为可通过吸取日本“鸟铳”

的优点改造明朝自己的火器：

各镇所用火器，惟三眼枪最胜。一器三

发，可以备急，然多而不准。倭奴鸟铳前后星

门对准方发，极称利器，然准而不多。一发后，

旋即无用。今酌量于两者之间，制为二器，前

后星门一准倭奴鸟铳，而加以三眼、五眼，其

机则更易使，点放由人，前后对准，星门平放，

一百三十步命中。[14] (P1364-1365)

通过改造，“鸟铳”基本成为明朝军队中的常

备火器。从戚继光的《纪效新书》、赵士祯的《神器

谱》、何汝贤的《兵录》、茅元仪的《武备志》、李盘的

《金汤借箸十二筹》、焦勖的《火攻契要》等明人撰

写的主要军事著作所提及“鸟铳”的次数可见，“鸟

铳”已成为明军所装备的轻型火器中最普遍的一

种金属管状火器。这些当然都是改进后的“鸟铳”。

在明末清初宋应星所著《天工开物》中，就记录有

“鸟铳”的制作工艺，这时已很难区分日式与中式

“鸟铳”的区别。

凡鸟铳长约三尺，铁管载药，嵌盛木棍之

中，以便手握。凡锤鸟铳，先以铁挺一条大如

箸者为冷骨，果（裹）红铁锤成。先为三接，接

口炽红，竭力撞合。合后以四棱钢锥如箸大

者，透转其中，使极光净，则发药无阻滞。其

本近身处，管亦大于末，所以容受火药。每

铳约载配硝一钱二分、铅铁弹子二钱。发药

不用信引，孔口通内处露硝分厘，捶熟苎麻点

火。左手握铳对敌，右手发铁机逼苎火于硝

上，则一发而去。鸟雀遇于三十步内者，羽肉

皆粉碎，五十步外方有完形，若百步则铳力竭

矣。鸟枪行远过二百步，制方仿佛鸟铳，而身

长药多，亦皆倍此也。[15] (P513)

明朝“鸟铳”在日本“鸟铳”基础上扬长避短，

有所改进，应该说性能更佳。但是，东南沿海的军

事新气象并没有得到明朝统治者的关注。倭患缓

和后，积极参与改造火器的将领，如戚继光等被派

到东北边陲面对更大的挑战。戚继光去世较早，

并没有经历援朝抗倭的战争，出现在东北战场上

的将领，面对的是和东南沿海海战完全不同的战

场——陆战和攻坚战，他们保守地认为口径越大

的火炮攻坚力量越强，并没有把此刻已经出现在

东南沿海战场上的“鸟铳”等新型兵器投入到东

北战场。相反，日本军队仍然用“鸟铳”这一轻型

火器与明军展开周旋。具有灵活性强、射程远、准

度高等优势的“鸟铳”丝毫不比明军大口径火炮

逊色。日军在侵朝战争中，还发明了骑兵使用的

火器——骑铳。从此以后，日本火器便有了“步铳”

和“骑铳”之分。日本军队并没有大口径火炮，攻

防战中凡遇明朝军队的“佛郎机”和朝鲜军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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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炮时往往吃亏，但日本“鸟铳”枪管较长，操作

灵活，火力却不比中、朝军队差。

五、结语：日本火器的流布与东亚格局的变动

从军事史的角度考量，东方火器改良的外部

推动力源于西方科学技术的介入，其内部繁衍力

则扎根在东亚主要政权当时处于军事对峙甚至对

抗的现实战争诉求。无疑，战争推动了军事科技

的进步，在 16 至 17 世纪的东亚，火器的辗转流布

及改进恰说明这一点。置诸全球史的视野来看，

全球军事格局正从冷兵器向热兵器时代转变。这

一时期，世界各地的战争实践者初步体验了大规

模火器使用带来的攻城拔寨的威力，尽管当时火

器在正式军队中只占辅助攻击的地位，但是随着

军事科技的逐步提升，火器的作用也日益显著。

如果换一个视角来看，火器流布背后展现的

是一幅东亚格局变化的全息图景。从蒙古人建立

元朝起，东亚政治版图就开始以中国为中心。明

朝在继承元朝的关内版图和政治遗产后，受到自

身国力的限制，改变了原先蒙古式的扩张型统治

模式，转而建立以朝贡制度为核心的政治外交体

系。在这一过程中，中原王朝的统治者一直试图

将日本准确定位于这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布局

中。从元世祖征伐日本，到明太祖列日本为十五

个“不征国”之一，日本却始终处在东亚政治格局

的边缘。

清朝继承明朝的政治遗产，也相应地调整了

宗藩朝贡体系，但始终没有能够将日本纳入到与

朝鲜同等地位的宗藩关系中。柳岳武认为，清朝

在没有取得与日本建立直接友好关系的情况下，

转而对日本采取一种被动的防御策略。“这一政

策的后遗症是使清国变得越来越保守，其政治外

交视野变得越来越狭窄。”[16] 但从日本方面看，这

也说明日本谋求进入东亚政治格局中心的努力是

失败的。日本从“仁和偃武”到下达“锁国令”，外

交政策也趋向保守，东亚格局在经历了 16 至 17

世纪的激烈变动后，又恢复了平衡。

从这一角度讲，“火器”作为东亚政治全息体

的一个特殊“细胞”，本身也具有随东亚格局变化

而“突变”的能力。换言之，火器的改良与对抗，

背后反映的是东亚各方势力的消长。从 13 至 17

世纪，东亚始终处于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政治格

局，其中 16 世纪至 17 世纪，日本重新统一后，逐

渐开始挑战这一中心体系。这一时期，中国本身

也出现了明清易代的动荡，整个东亚版图都处于

激烈变动中。火器的技术在这一变动中，也不断

得到改良与推广。当日本国处于东亚政治格局的

稳定边缘时，中国火器的优势明显。日本统一后，

国力增强，在其处于“挑战者”地位时，中、日两国

火器各施所长，在各条战线上也是针锋相对。而

18 世纪日本颁布“锁国令”后，清朝也进入了承平

日久的时期，双方火器的研发和应用逐渐丧失了

用武之地，东亚格局重新趋于新一轮的稳定平衡。

这一时期，中、日两国都没有再作适当的预警，而

世界军事技术的革新却仍在继续。两国也因此在

19 世纪中叶均尝到了军备落伍的苦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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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istration and Law: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wo Tools of 

Social Control

HUANG Xiao-yong
      ( Dept of Politics and Law,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Beijing 100091, China )

Abstract: Traditional public administrative theory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managerial dimension rather than the legal 

dimension, which is difficult to meet the needs of management practice in China its pursuit of "the rule of law". As key variables, 

the functional differences, priority and balance of power between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legal means, both of which are the 

intermediary tools of social management and control, shap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value orientation of the bureaucratic-model 

administration, and also produce a substantive impact on administrative reform. Therefore, administrative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legal 

dimension can offer foreseeing and anticipative wisdom to resolve some difficulties in the process of administrative rule of law.

Key words: tool of social control; bureaucratic system; administration; legal control

 The Distribution and Influence of Japanese Firearms in East Asian 

Regimes from the 16th to the 17th Century

WU C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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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Japanese firearms emerged in the 16th century. Through continuous improvement, they gradually replaced Japanese 

swords and became the pillar commodity of its arms export. From the 16th to the 17th century, the Japanese light firearms in each 

regime of East Asia were widely imitated and spread through cross-border wars and overseas trade. The change of the internal force 

and East Asian political territory during this period as well as the significance of military history can be seen from the early modern 

Japanese firearms' improvement and regional distribution.

Key words: Japanese fowling piece;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supporting Korea in the Reign of Wanli; East Asian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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